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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水浒传»与禅宗丛林制度

项 裕 荣

摘　要:从说话艺术脱胎而出的«水浒传»,保存了不少鲜活的宋元禅宗文化图景,对禅宗丛林制度有

多方面的叙及,主要包括寺庙经济如何运行、丛林职事制度中的分工与等级、丛林仪式的严谨与次序等等.

小说揭示了檀越布施与寺产租金对于禅寺运营的重要性;介绍了禅寺内僧职的等级,透露出菜头在丛林

中的殊胜地位,谈及俗僧们意图争做监寺的事实;对禅堂上的“参请”与颂圣,行脚僧人的挂褡与告香等仪

式、仪轨也都有着详细而有趣的描述.细究这些仪式本身的流变,则能观察出丛林制度文化的世俗化倾

向.«水浒传»中的这些描写与宋元时代的«禅苑清规»、«敕修百丈清规»、«五灯会元»等,相互印证也互有

弥补.只是清规类书因其琐碎、枯干,宗教人士也少有翻阅,佛教语录中对丛林清规只是侧面谈及且更为

零碎,反倒是通俗文艺的«水浒传»能以一种活泛、生动的民众感知方式,把看似隐秘的宗教生活场景以一

种亲切的姿态呈现至古今读者眼前.禅宗文化,在本部小说中成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“全息文化景观”,

它的存在也使得«水浒传»在文化传承上的价值与功效亟待重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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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存«水浒传»的最早版本是容与堂本,明万历十七年(１５８９)印行;这部小说中不少篇幅其实诞

生于更早的南宋时期,这个时期的说话艺术与禅宗文化的关联也更为紧密.如敷演鲁智深事的«花
和尚»,即诞生并流行于南宋,今存«水浒传»对禅林文化有着多方面的呈现与刻画,实亦因文字内容

承袭了此部话本的缘故.只是,禅林清规作为禅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自身的变迁相当复杂,梳
理不易,所以,虽然近年来佛学研究中对于禅宗清规的研究有渐趋暖热的趋势① ,但古代通俗小说与

禅林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,文史学者中尚未见有留心细究者.
事实上,从禅宗清规的角度来考察«水浒»一书,则此部小说不仅多层次地展现了清规的风貌,于

禅风佛影捕捉得细腻详实,而且,其叙述手法也相当高明.禅林制度,得益于能与小说情节及人物紧

密而巧妙地融为一体,小说行云流水的叙述之中,禅宗文化图景得以徐徐展开.
本文将从经济制度、僧职制度和礼仪制度三个层面,对«水浒传»中所涉及到的禅林制度文化,作

出适度的分析与总结.所谓适度,盖指对于各个层面的制度文化,本文只能择其要者而作阐发,不作

无限度的深究;另外,本文主要以«五灯会元»、«禅苑清规»及«敕修百丈清规»这三种颇具代表性的佛

教典籍作为主要参照文献.可以强调的是,本文对«水浒传»与禅宗丛林文化关系的考察,不仅可以

更为全面与深入地评判«水浒传»的文化价值,对«水浒传»的生成及编撰规律的认知,也能提供重要

参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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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禅林经济制度:檀越与寺产

说到禅寺中的经济制度,元代«敕修百丈清规»中才开始针对寺庙内的财务管理岗位,针对收入

支出的“结算”方式,有了一些较为明晰的规制.此点王永会的论文有专节论之①.但«敕修百丈清

规»于经济或经济核算等问题,既无分论,又无总述,一般人通览全书后即便是对禅寺经济或收入来

源等粗显的问题,也无法形成大致印象.反观«水浒传»则不然,有关禅寺的经济来源与经济运作,倒
是在这部通俗小说中,揭示得更为清晰透彻.

众所周知,禅宗有“农禅”的传统,早期的禅宗僧人深居山林,要亲务劳作以自谋其食②,故此深山

野庙倒也无需外来的经济援助,便可自给自足.不过,在宗教地位得到朝野认可后,禅宗的大型丛林

靠“农禅”已经无法解决僧人们的衣食了③.
五台山文殊院是«水浒传»中最有名的禅宗寺庙,此寺修行人众有“五七百人”之多.他们的衣

食,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于施主们的财物施舍.有学者在研究我国中古寺院经济时即指出,城市村

镇的寺院获得土地的主要手段即是靠信徒施舍④.当然,这个历史知识未必人人尽知.«水浒传»中
有个赵员外,虽不曾施舍土地,但他却是小说中最为显赫的一位大施主,熟悉«水浒传»的读者对他的

印象必定深刻.这位赵员外作为有财势的乡绅,受到丛林中上至方丈下至普通僧人的极高礼遇.藉

此,檀越(即施主)在禅宗丛林中的真实地位———这是一般清规书中未有提及的———读者们可以一览

无余.
赵员外因其“祖上曾舍钱在寺里”,其本人又饶富钱财,故敢直呼文殊院的方丈智真为“我弟兄”.

而智真长老之所以不顾众僧意见,收留鲁智深,也是因为赵员外这位大檀越的面皮不好驳回;后来花

和尚两次三番大闹五台山,职事僧人上下,都要赶智深离寺,可是一旦方丈老师父搬出这位大檀越作

为托辞时,众僧也就只好屈服了事⑤.依此,则檀越对于禅寺的特殊作用与地位,读者自然能心知肚

明了.而这位赵员外也确实出手阔绰,单看他后来替鲁智深重修山门、再塑金刚的巨额开销,更可说

明上述问题.
从«五灯会元»等禅宗语录看来,唐宋时代的高僧们确实是看重“护法”的,但这些护法多为文士

或一方官吏.至于财主,除了在“开山”建寺的描写中偶然提及外,禅宗语录中一般不会给予他们特

殊的关注.与之相反,«水浒传»却并不遮掩,它将檀越在禅寺中的实际地位和盘托出,更显得真实可

信.元顺宗元统三年(１３３５)重修的«敕修百丈清规»也强调了施主的重要,“施主到门,知客接见,引
上方丈献茶汤,送安下处.若官贵大施主,当鸣钟集众门迎”⑥,礼节原须如此.可以推想,禅寺之依

赖大施主,宋元时代皆然.清规类书中,对“化主”地位与职务也有琐碎规定,藉此,我们也能考察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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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永会:«禅宗清规与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»,«四川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»２００１年第１期.
自道信、弘忍的东山法门始,禅宗历史才算是真正开篇.道信的双峰山僧团鼎盛时有五百余人,弘忍的东山僧团人数更多.

他们坚持在山林垦荒禅修数十年.而南泉普愿(７４８ ８３４)在池州修行时,“堙谷刊木,以构禅堂,蓑笠饭牛,溷于牧童,斫山畲田,种
食以饶.足不下南泉三十年矣”(赞宁:«宋高僧传»,北京:中华书局,１９８７年),此行径更可视为唐代农禅的经典画面.

曾经在怀海时代非常重要的“普请”规矩,即一众僧人共同参加农业劳动的相关规定,在宋代«禅苑清规»中消失不见.这至

少说明宋代禅宗寺庙放弃了农禅并举的传统.
谢重光:«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»,北京:商务印书馆,２００９年,第２０３页.
且看«水浒传»中,鲁达初来时,众僧原不欲收留,长老道:“他是赵员外檀越的兄弟,如何别得他的面皮.你等众人且休疑

心.”他闯祸之后,长老是这样喝住了众人:“胡说! 且看檀越之面,后来必改.”待他酒醉打了众人之后,长老也只道:“无奈何,且看赵

员外檀越之面,容恕他这一番.”直至鲁智深再次醉酒闯下大祸,打坏了山门前的金刚,智真长老要打发他到别处去,之前还得通报赵

员外.临了,对鲁智深言道:“智深我这里出家是个清净去处,你这等做,甚是不好.看你赵檀越面皮,与你这封书,投一个去处

安身,我这里决然安你不得了.”(施耐庵、罗贯中著,李贽评:«容与堂本水浒传»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１９８８年,第５６、５８、６０、６６页)
如此看来,这赵檀越的面皮,在小说中简直可以堪比佛祖了.

德辉编,李继武校点:«敕修百丈清规»,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２０１１年,第６１页.



施主在禅寺经济中的重要性①.不过,清规也罢,语录也罢,这些书都无法为后世提供出一个“鲜明”
的施主形象,而«水浒传»则凭借其描摹之细腻,人物之生动,将施主与禅寺的关系揭示得清晰可睹,
这也是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,在文化传播与传承上的优势所在,它能让大众感知到文化的可触

摸性,画面感也更为鲜明.
当然,大型丛林,仅靠信众施舍,还无法支撑寺庙的整体运营.«水浒传»中的文殊院作为十方丛

林,每年得接待各地前来挂褡的禅僧.若无固定的财源,其开销难有保障.
«水浒传»中有段文字,便透露出寺庙此类财源所自.小说写道,这一日鲁智深在寺外半山腰见

一挑酒的汉子上山,遂欲买酒来吃,却被这汉子百般拒绝.

　　那汉子道:“我这酒本寺长老已有法旨,但卖与和尚们吃了,我们都被长老责罚,追了本

钱,赶出屋去.我们见关着本寺的本钱,见住着本寺的屋宇,如何敢卖与你吃?”②

原来这位挑酒汉子租屋用钱,皆借租于禅寺,因此虽被鲁智深踢蹲在地,抢了酒桶,却“怕寺里长老得

知,坏了衣饭”,最后只能“忍气吞声,那里敢讨钱.把酒分做两半桶挑了,拿了镟子,飞也似下山去

了”③.生动的故事背后,可以看到的是这位汉子作为寺庙“佣工”的存在,可以推知文殊寺内一定还

有专事收租与放钱的僧人一职.而五台山寺产的丰厚,从小说第四回描述的鲁智深在山下集镇买酒

的遭遇中,则同样见得鲜明.他所到之处,没有店家敢“胡乱卖些”米酒给他,其原因店主人们说得明

白:“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,本钱也是寺里的.”
除了店面租金外,历史上的文殊院应该还拥有数量不菲的田地与雇农,只是小说对此并未涉

及④.有研究佛教历史的学者这样指出,“宋代有的大寺拥有邸舍多达数百间,并以此租金作为日常

开支的费用”⑤,而“在宋朝,特别是南宋,皇室及贵戚向寺院赐田的记载一直没有中断”⑥.依此,禅
宗大型从林依赖寺产之租金,乃是不争之史实.«敕修百丈清规»中还专门提道:“凡安众处,常住租

入有限,必借化主劝化檀越,随力施与,添助供众.其或恒产足用,不必多往干求取厌也”⑦,可见恒产

为主,有不足,则依靠檀越布施,是一般寺庙的经济常态.作为比照,«水浒传»中还描写有东京的大

相国寺,这座皇家性质的庙宇高贵之气逼人,寺内只要求城外的菜头提供一些菜蔬,偌大个菜园中的

其他物产庙里均不再过问,其寺产之雄厚可想而知.
此外,«水浒传»也涉及到了度牒制度,这种我国历代专制王廷对佛教的控制手段,是将僧人的户

口、出家的权力收归为国有的一种举措;故此出售度牒之利多归中央或省府一级的政权所有.«水浒

传»中揭示出,权势者购得度牒后,可随意指派俗人成为僧徒;至若武松更是冒名袭用他人度牒,成为

一名头陀,可见度牒制度在民间的异化情形.不过此制度与寺庙经济基本无关⑧,本处不复详细

展开.
总之,«水浒传»对于禅林经济的侧面勾勒,是与鲁智深落发五台、醉打山门、倒拔垂柳等活跳的

小说情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,由于文字的生动与真实,也正可使无数的普通民众,对禅林经济有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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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化主,是寺庙专门委托某个施主来替寺庙去采办与化缘.有时会因临时任务来设置,如大修殿宇时,便有“修造化主”.
平时更有菜化主、盐化主、草鞋化主、香烛化主等等之別.由于寺庙或住持过于依赖这些化主的工作,有些化主会出现“蓄私财”及
“矝功欺众”的现象.有关化主之恶行,可参看«百丈清规证义记»,见«卍新纂续藏经»第６３册,东京:国书刊行社,１９７５ １９８９年,第

４５４页.
施耐庵、罗贯中著,李贽评:«容与堂本水浒传»,第５８页.
施耐庵、罗贯中著,李贽评:«容与堂本水浒传»,第５９页.
五台山十寺旧管有四十二庄,宋初被边臣“标夺良田三百余顷”.见宋张商英«续清凉传»卷下.此据谢重光«中古佛教僧官

制度和社会生活»第１９０页转引.
李富华:«中国古代僧人生活»,北京: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,１９９６年,第４３页.
李富华:«中国古代僧人生活»,第３９页.
德辉编,李继武校点:«敕修百丈清规»,第１０６页.
宋代有些寺庙成立有“度僧局”与“长生库”,以募缘来的钱财帮助寺庙内的童行出家,其方式便是购买朝廷的空名度牒.详

参黄敏枝:«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»,台北:台湾学生书局,１９８９年,第３８７页.



大致的了解.当然,经济问题的外延极为广阔,下文将要谈及的僧职问题、菜园场所,甚至是斋僧仪

式等,也莫不与财货、经济有关.不过,寺产租金与檀越布施,确实是禅寺经济的主要支柱,这方面本

文已经谈得足够充分.

二、寺庙职务与内部管理:监寺与菜头

禅宗丛林在管理上,早有清晰的人事制度与职务划分.一般说来,宋元禅寺中都以方丈为最高

首领,分为东西两序(诸知事为东序,诸头首为西序),除了这些管理层外,庙内还有各种杂务僧人,做
着一些厨房杂工甚至是厕所清理的粗笨活儿,他们可以算是管理层的预备队伍.«水浒传»中写有一

个荒落的寺庙———瓦罐寺,此庙因被恶僧把持、侵占,致使寺内僧人走散,庙宇破败不堪.此寺庙的

特殊情况,倒也说明了寺庙方丈的重要,以及公平、合理的人事管理的必要性.
事实上,«水浒传»对于禅寺中琐碎与细致的僧职分工,作过一番有趣而堪称经典的“简介”.且

看这一日,鲁智深在智真长老的推荐下来到东京大相国寺,侍者引其在方丈室内拜见智清长老.不

过,鲁智深显然对酸枣门外管理菜园没有兴趣,而是一味地讨要“都寺”或“监寺”之职.首座虽然在

旁劝解,怎奈鲁智深只是不听,偏要做都寺、监寺不可.于是知客①此时开了口:
　　知客又道:“你听我说与你:僧门中职事人员,各有头项.且如小僧做个知客,只理会管

待往来客官僧众.至如维那、侍者、书记、首座,这都是清职,不容易得做.都寺、监寺、提点、院

主,这个都是掌管常住财物.你才到的方丈,怎便得上等职事? 还有那管藏的,唤做藏主;管殿

的,唤做殿主;管阁的,唤做阁主;管化缘的,唤做化主;管浴堂的,唤做浴主.这个都是主事人

员,中等职事.还有那管塔的塔头,管饭的饭头,管茶的茶头,管东厕的净头,与这管菜园的菜

头.这个都是头事人员,末等职事.假如师兄你管了一年菜园好,便升你做个塔头;又管了一年

好,升你做个浴主;又一年好,才做监寺.”智深道:“既然如此,也有出身时,洒家明日便去.”②

此处,知客如数家珍地列举出了禅寺中的诸多职位,名号之多大可让初闻禅事僧职的俗人惊讶不已,
其中“提点”③一词尤显生僻.从知客的这番话中,可以看到禅寺中职事分工的细致与人员配备的齐

整.不过,与唐代百丈怀海初创的禅林组织形式中的“民主、平等”原则④大有不同的是,这位知客公

开宣称寺庙中的职事,除方丈外,分为了上、中、末三等,并明确指出“清职”与“掌管常住财物”的属

“上等”,“主事人员”若藏主、阁主等属“中等”,难免勤苦的饭头、茶头等“头事人员”,则属“末等”.这

种等级划分,是宋元时代的清规类书中从未提及的,这段话对于今天的清规研究也极具比对与参考

之价值⑤.小说的讲述,不可能是向壁虚构;俗世中禅寺的实际情形应大致如此.清职是高僧们所期

待的,这在«五灯会元»中多有述及,而掌管财权的管理职位,小说中明言,也属于上等要职.
围绕着这些职务,俗僧之间的争竞在所难免.鲁智深嚷嚷着非监寺、都寺不做,或许正是作者有

意无意之中,对元代禅林中“热衷僧职现象”的真实讽刺呢.笔者在«话本小说与禅宗预言偈»一文中

也曾指出,围绕着方丈与佛法传承的正宗与否,佛门内的争斗可谓酷烈⑥.纵览«五灯会元»全书,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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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水浒传»原文作“首座又道”,不过据其言谈,说话者是知客,非为首座.这一处当是小说传抄之误.
施耐庵、罗贯中著,李贽评:«容与堂本水浒传»,第９５页.
提点,乃是禅林的职位名称,管理金谷一类物品.此词原为宋朝官职之名,故其设置当自宋始.
有关百丈怀海奠立的禅林组织形式中的“民主、平等”原则的体现,详参谢重光«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»第２８４ ２８６

页.
黄奎先生在«中国禅宗清规»中把方丈之外的宋元禅林僧职分为“执事僧”与“杂务僧”两种(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２００８年,

第９６ ９７页).这显然没有«水浒传»分“上、中、末”三等来得细致.而清职与财权大者并为上等,就很有启示意义;“主事”与“头事”
的区别与称号,也简明扼要.

项裕荣:«话本小说与禅宗预言偈———从‹水浒传›中的预言偈说起»,«四川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»２００９年第３期.



少有描写到僧人的职务争竞①,但宋元时代的禅林,不可能如此清净,至少在«敕修百丈清规»“入龛”
条中,对元代僧人追求财物与权力的恶劣行径就有着清晰的披露:

　　近时,风俗薄恶,僧辈求充庄库执事不得.或盗窃常住,住持依公摈罚.恶徒不责己过,惟

怀愤恨.一闻迁化,若快其志.恶言骂詈,甚至椎击棺龛,抢夺衣物,逞其凶横.主丧耆宿、诸山

檀越、官贵士庶、参学交游,当为外护.人谁无死,况是座下参徒,犯者必摈逐惩治.主丧执事,
若能预申戒饬,早令悛格,化恶于未萌,尤全外观之美.②

看来,当时的俗僧对于“库头(副寺)”、“庄主”等拥有经济大权的职位贪执强烈,有些僧人因求职不

得,便在寺内行窃,被方丈赶出之后,竟又伺机在方丈日后的丧礼上逞凶报复,其行为之悍劣,与佛教

徒的形象全然不符.再者,元代«至大清规»(元武宗至大四年,公元１３１１年编)中也提到,选拔寺内

执事僧最好采用“大小之职一例公同阄拈”的方法,怕的乃是住持“多徇私情”导致寺庙混乱.看来,
元代禅寺世俗化明显,因财争竞之事多有发生.

结合这些材料来看,«水浒传»中的知客之谈入情入理,反映出当时寺庙内“职场”中的“潜规则”.
一方面,寺庙职位分有等级,可让无望成佛的俗僧们在寺内找到出身的机会;另一方面,升职讲求资

历,至少可以维持僧众人际间的相对和谐.这不,等级既已分明,小说中的鲁智深见上等职事无望,
又见“管了一年菜园好”还有升迁的机会,也就安心地去做菜头了.

说到菜头一职,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职位在禅宗史上的特殊性.«水浒传»中虽称塔头是末等职

事之首,是鲁智深的升职目标,然就僧史来看,塔头一职未见有高僧充任,在«五灯会元»写到塔头的

几则语录中,塔头们均因智慧有限、机锋不足,而被他人问倒③.看来,在语录中他们充当的只是别人

的配角.
相反,“菜头”,又名园头,这个职位在禅宗史上可谓光彩熠熠.
如五代时的大同禅师(８１９ ９１４),座下有个菜头.某日,禅师叫其入静室,欲授其佛法要诀,谁

知这菜头毫不领情,而是为难老师道:“并却咽喉唇吻,请师道.”④可见此菜头内心坚定,确信别无秘

法.不允许老师鼓舌弄嘴,老师还能说什么? 此语一出,大同禅师也不禁欣喜感叹.再看五代时的

永安善静禅师(? ９４６),老师洛浦元安对他非常器重,“容其入室”,授以菜头一职,于是善静“乃典园

务,力营众事”,并在做菜头期间顿悟,老师元安为此兴奋异常,他对大众宣告:“莫轻园头,他日座下

有五百人在.”⑤善静禅师后来果然成为一方祖师.可能这“力营众事”的苦辛,有助于园头的颖悟精

进吧.总之,善静的修行实践,赋予了“菜头”一职殊胜的丛林地位.
禅宗史上有名的菜头,仅«五灯会元»中即可再举出三例⑥.结合这些材料看,园头职位的殊胜显

而易见.石门献蕴禅师甚至在契悟之后专要做“园头”,以报师恩.
拓展开来,我们可以观察到禅宗丛林素有看重苦行的倾向,六祖慧能“椎石煮饭”的传说,«百丈

清规»等书对打扫茅厕的“净头”一职⑦的颂赞,都是这种倾向的明证.故此,«水浒传»安排鲁智深做

一菜头,是与当时的禅宗风习与文化传统高度契合的.甚至我们可以推想,鲁智深在宋«花和尚»话

５«水浒传»与禅宗丛林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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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之相关或相似的若干条材料中,涉及到的主要是一二高僧为了清职(即侍者或首座等)展开的“君子之争”,主要较量的也

还是学佛境界的高低.
德辉编,李继武校点:«敕修百丈清规»,第８２页.
普济著,苏渊雷点校:«五灯会元»,北京:中华书局,１９８４年,第３５３、３６３页.
普济著,苏渊雷点校:«五灯会元»,第３００页.
普济著,苏渊雷点校:«五灯会元»,第３４３页.
若五代后晋时的石门献蕴禅师,“契悟”后,“更不他游,遂作园头”.宋代有广慧真禅师,曾做园头,后亦为方丈.宋僧兴阳

清剖,在园内种瓜之时,而得彻悟.
«禅苑清规»称:“净头者,行人之所难,当人之所甚恶,可谓无罪不灭,无罪不愈,无福不生.同袍拱手上厕,宁无惭愧之心?”

(宗赜著,苏军点校:«禅苑清规»,郑州:中州古籍出社,２００１年,第５０页),«敕修百丈清规»则强调“凡供此职,皆是自发道心”(德辉

编,李继武校点:«敕修百丈清规»,第１０６页).



本中,其顿悟可能是安排在菜头一职的任期上.
除了职事等级的争竞与菜头一职的殊胜之外,本文还想谈一点,即禅寺中除了有一众僧人与各

种僧职之外,还有一批打杂的俗人.«水浒传»中多次提到“火工道人”、“直厅轿夫”、“老郎们”、“做生

活的”,他们不曾受戒,多被称为“行者”或“道人”,年幼者则又被呼作“童子”,但他们都是寺庙的重要

组成人员.“直厅轿夫”的存在,更可显示某些禅寺地位之高,社交之频繁.这类力役人等依赖寺庙

生存,也受命于监寺①;«水浒传»就几次提到这类俗众协同僧众一起驱逐鲁智深的画面.他们的存

在,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寺庙人众构成的复杂性,尤其是宗教圣地与世俗世界的人事上的勾连.
应该说,«水浒传»的编撰者们对于寺庙中诸色人等的身份与分工,极为熟稔,凡所描写,职事僧

人们莫不进退有序、各司其职,这在小说的各种寺庙场景的描写中皆有显现;更重要的是方丈便有方

丈的气度,知客便是知客的言谈.另举两例来细看,如推荐鲁智深去任菜头的,便是对大相国寺有着

通盘考虑的都寺.再如文殊寺的首座,他曾向长老智真提醒过鲁智深将来定犯清规,不宜留在寺内,
其见解不可谓不高,其劝谏方丈的态度与分寸,也与首座的丛林地位异常契合.

总之,由于«水浒传»的讲述者,观察并把握到寺庙内分工明确、各司其职的职事特点,加之其描

写上的细腻、准确,于是乎宋元时代的寺庙生活,包括禅寺之庄严以及人事之井然,遂能千百年来栩

栩如生地活泛在读者眼前;而这份“鲜活”,显然是那些相对淡泊而枯燥的僧录、语录、清规等佛教书

籍所无法拥有的.从这个角度评价,则«水浒传»作为通俗小说,始终侧重于从俗人之眼光取景,以审

美式的“小说视角”来展现,将禅寺中僧人生活场景写得活泼有致,可谓是说部中稀有难得的另类

史料.

三、禅寺的礼仪制度:上堂、祝圣与挂单、告香

众所周知,佛门法事,多有特别的仪轨与讲究,禅寺之清规以及参禅的“制度化”,很大程度上也

就体现在这些繁文缛节中.假如我们将经济制度视之为禅寺生活的“骨骼”,僧职制度是其“脉络”,
而这些礼仪制度就是禅寺生活的“血肉”了.这个比拟虽或牵强,但这三者于禅寺生活的重要性及其

相互间的关系,确实大抵如此! «水浒传»一书的写实倾向,致使书中禅寺礼仪的描述详实清晰,读后

有仿若身在僧堂之上的亲临之感.
以参禅而言,方丈上堂,诸僧请示,是禅堂中最习见的仪式,此名之为“大参”,盖禅堂中另有别无

形式讲求的“小参”②.«水浒传»第九十回中宋江途经五台山,与诸位兄弟上山请益,智真长老就曾为

其“上堂”说法.

　　且说次日库司办斋完备,五台寺中法堂上鸣钟击鼓.智真长老会集众僧于法堂上,讲法参

禅.须臾,合寺众僧都披袈裟坐具,到于法堂中坐下.宋江、鲁智深并众头领立于两边.引磬响

处,两碗红纱灯笼,引长老上升法座.智真长老到法座上,先拈信香祝赞道:“此一炷香,伏愿今

上天子万岁万万岁,皇后齐肩,太子千秋,金枝茂盛,玉叶光辉,文武官僚,同增禄位,天下太平,
万民乐业!”再拈信香一炷:“愿今斋主身心安乐,寿算延长,日转千阶,名垂万载!”再拈信香一

炷:“愿今国安民泰,岁稔年和,五谷丰登,三教兴隆,四方宁静,诸事祯祥,万事如意!”祝赞已罢,
就法座而坐.两下众僧打罢问讯,复皆侍立.宋江向前拈香礼拜毕,合掌近前参禅道:“某有一

语,敢问吾师.”智真长老道:“有何法语,要问老僧?”宋江向前道:“请问吾师,浮世光阴有限,苦

海无边,人身至微,生死最大.特来请问于禅师.”智真长老便答偈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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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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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也属于寺庙人员的有机组成部分,并不是简单的雇用人员.据元代«敕修百丈清规»可以看到某些重要的寺庙仪式中,
他们也是参加的,如“开堂祝寿”仪式快要结束时,这些“直厅、轿番、庄甲、作头、老郎、人仆参拜”,也要礼拜长老的.

僧人可以不时请示,师父则随时指点,这种无形式讲究的参究行为,称为“小参”.



“六根束缚多年,四大牵缠已久.堪叹石火光中,翻了几个筋斗.咦! 阎浮世界诸众生,泥

沙堆里频哮吼.”
长老说偈已毕,宋江礼拜侍立.众将都向前拈香礼拜,设誓道:“只愿弟兄同生同死,世世相

逢!”焚香已罢,众僧皆退,就请去云堂内请斋.①

禅堂上讲法参禅,在禅宗的初期其形式倒也简要,百丈时期,只须“长老上堂升座,主事徒众雁立侧

聆”,随后便是“宾主问酬,激扬宗要”(杨亿:«古清规序»),可谓直奔主题.但随着禅宗的发展,礼仪

渐趋繁缛.且看上文写道,在鸣钟击鼓,会集众僧之后,长老升座前,有“两碗红纱灯笼”在前引导,威
仪如此.清规对于“升座”确有类似规定,而且更为庄重②.我们还会注意到,正式开示之前,小说中

的方丈有三次拈取“信香”,分别祝赞当今天子、寺庙斋主、百姓诸人平安寿延等.这种祝圣行为的规

范化也有一个演进过程,五代时“上堂说法中为国王祝寿”属个别僧人所为③,至南宋«入众须知»中,
始提及“拈香祝圣”的程式,至«至大清规»这部书中,“开堂祝圣”就成为定制了.之前的祝圣,多是安

排在“圣节”、“朔望”或“新住持入院”等特殊的日子里④.总之,祝圣行为反映出了世俗权力尤其是皇

权对佛教的影响与渗透的逐步加强.
考宋代«禅苑清规»“请因缘”条,众僧请长老开示时,往往是这样的规制:“参头已下面北立定,次

第烧香毕,参头出班,当面问讯,(转身禅椅西南角)问讯云:‘某等生死事大,无常迅速,伏望和尚慈

悲,开示因缘.’”⑤据此,则宋江之言仿佛依样画葫芦,正是宋代禅风之写实.说来有趣的是,在«五灯

会元»中恰有几例“渠魁”(即盗匪首领)向禅师请教的对话,他们有“闻而拜伏”⑥者,也有对禅师“以刃

加之”⑦者.作为叛军或寇贼的首领,他们大多粗鲁不文,而宋江此次是以王者之师的身份前来拜谒,
所行倒是符规守契.小说中的宋江,此次专来“问法”参禅,知道要“向前拈香礼拜”,知道要“合掌”问
法,至少对于这些礼仪是知晓并且尊重的.只是俗心炽热的宋江,对于禅师“泥沙堆中频哮吼”的讽

刺与开示充耳未闻.这既是小说情节的必然体现,也大抵是禅寺中僧俗对话、参请时,最常见的一种

画面吧.
虽然此次方丈智真的开示,宾主之间的参请,与语录中那些“激扬宗要”的清音妙语、顿喝狮吼全

然不同,但如前所言,«水浒传»中的这段描写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僧俗之间的对话特点:方丈随机接

应,信众俗缘未了,所谓机缘未足,各行其是是也.
说完“上堂参禅”这种大佛事,再来看«水浒传»中记录的一些简要的小型佛事.
«水浒传»还描写了“挂单”仪式.挂单,又名挂褡,指的是游方僧人行脚至某庙投宿,得其许可之

后,将本人衣钵袋(褡膊)悬挂于僧堂衣钩的整个过程.且看小说原文:

　　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,解开包裹取出书来,拿在手里.知客道:“师兄,你如何不知体面,
即目长老出来,你可解了戒刀,取出那七条、坐具、信香来礼拜长老使得.”智深道:“你却何不早

说!”随即解了戒刀,包裹内取出片香一炷、坐具、七条,半晌没做道理处.知客又与他披了袈裟,
教他先铺坐具.知客问道:“有信香在那里?”智深道:“甚么信香,只有一炷香在此.”知客再不和

他说,肚里自疑忌了.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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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施耐庵、罗贯中著,李贽评:«容与堂本水浒传»,第１３１０ １３１１页.
在“开堂祝寿”等严肃的场合下,方丈的出场是比较讲究的.«敕修百丈清规»中便有“铙钹、幡花、挑灯迎引至法堂位前立”

的明确描写(德辉编,李继武校点:«敕修百丈清规»,第７３页).
杨曾文:«唐五代禅宗史»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１９９９年,第５７４页.
有关祝圣礼仪在禅宗清规中的规定与变迁,可参黄奎«中国禅宗清规»的相关内容(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２００８年,第１２５

１３２、１６２ １７２页).
宗赜著,苏军点校:«禅苑清规»,第１５页.
普济著,苏渊雷点校:«五灯会元»,第３００页.
普济著,苏渊雷点校:«五灯会元»,第５４２页.
施耐庵、罗贯中著,李贽评:«容与堂本水浒传»,第９３页.



“七条”,即袈裟.戒刀乃凶器,长者面前行脚僧人自当解下.
在此挂单仪式中,鲁智深百般笨拙,拿出七条,竟不知要穿戴.至于这“信香”,原是用来礼拜方

丈的,偏偏这鲁智深全不懂做.“信香”一词,据笔者考察,指的是亲传弟子在他处开山做了方丈之

后,再派遣自己的学生前来拜见师祖时,所献烧的一炷香.意义有二,一则是感恩,二则表明自己的

法脉渊流有自.可谓来去有信,故名“信香”.此处鲁智深初来大相国寺挂褡,要向方丈拜香一炷,希
得许可.这种表示恭敬的香礼,一般称为之“告香”.

告香在«敕修百丈清规»中被仪式化了,但早在唐宋丛林中时,此仪式并非通例.据笔者考察推

断,挂单中的“告香”之礼,有确定“师生”关系的含义,所以并不会被轻易使用.外来行脚僧人如果闻

法之后,对本寺住持并不敬服,一般不会选择在众人面前来敬香;换句话说,挂单者唯有心悦诚服之

后,才会“告香”以示厕身弟子之列的愿望.举例来说,著名的圆悟克勤禅师(１０６３ １１３５)在遍参诸

师之后回到五祖座下,他是在悟得佛法大要之时,“遂袖香入室”①,向老师五祖法演正式汇报自己的

见地.可见香礼之郑重! 其中透露出的是克勤禅师敢于荷当大法的自信,以及得法喜悦之后的感恩

之情.另外,受他人香礼,在禅林中可是非同小可.试看:

　　师(从悦禅师)益疑骇,遂袖香诣素作礼.素起避之,曰:“吾以福薄,先师授记,不许为人.”
师益恭,素乃曰:“怜子之诚,违先师之记.子平生所得,试语我.”师具通所见.②

从悦禅师(１０４４ １０９１)拜见清素和尚,因欲行香礼,被清素婉拒.原来清素和尚自认为福薄,倘为人

师必定害人害己.由此可见,香礼意味着拜师从嗣,宗教意义相当严肃.
总之,告香之仪,往往是从学者对于禅师发自内心的信服与尊崇时,才会选择的重礼③.鲁智深

不行香礼,可能在原初的故事中,表示的是他对大相国寺的智清长老未有信服之意.不过,自元代之

后,凡来挂单,皆行香礼以示敬意,此时仪式化的“告香”反而与真正的崇信无关了,成为了一种空洞

的仪轨.
为节略篇幅,本文只就上堂与祝圣、挂单与告香这几个礼仪问题,简略述之,并就个别礼仪之演

化实际,略作源流之考察.事实上,«水浒传»一书至少还描写有迎宾仪式、剃度(落发)仪式、丧礼(下
火)仪式等其他禅门仪轨,对其中礼仪程式以及其中需采用的偈语(咒语)等,都有详实描写与程式的

展开.这些文字是当时禅风佛影的经典写照,将神秘、神圣的宗教生活“日常化”,繁简处理又颇为得

当,这种近景式的直观方式,有助于宋元时期及后世民间、俗众了解与观察到当时僧人们的朝夕礼

忤、打坐参禅的实际情形.«水浒传»在这一点上,其文化传播、文化传承上的功劳值得再次肯定!

四、结　语

«水浒传»的成书有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,反映在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上,«水浒传»中的丛林制度

文化,往往呈现出某种宋元混杂的特点.细致说来,鲁智深任菜头一职、鲁智深拒向方丈告香、宋江

向智真长老的参请之言,这三处的情节或细节,其中的文化气息都更接近于宋代禅宗特质.再补充

一个前文没有讨论的例子,«水浒传»中剃度仪式的描写也是本于宋代(南宋)禅宗风习,故与«敕修百

丈清规»中“沙弥得度”所述的差异相当明显④.至若鲁智深力争监寺一职、方丈上堂祝圣的礼仪等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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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济著,苏渊雷点校:«五灯会元»,第１２５４页.
普济著,苏渊雷点校:«五灯会元»,第１１４７页.
王大伟«论宋元禅宗清规中的香礼»(«社会科学研究»２０１３年第１期)一文,专谈“告香”一节,此中虽与笔者引证材料不同,

但观点基本一致.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,唐宋禅林中有这样一种看法,僧人若闻某法师之语而有所顿悟,却又傲慢不礼的话,即算

“窃法”,而窃法的果报是相当严重的.这大概可以视之为“香礼”背后的信仰支撑吧.
«敕修百丈清规»中的“沙弥得度”条,文字极是详实琐碎,至写“剃头”与“受袈裟”一节便录有“落发偈”等偈语三条,全与«水

浒传»不同.至于“受五戒”时,戒师每问“汝能持否”,答云“能持”,亦与«水浒传»中采用的“是否”二字全然不同.



其中更多体现的则又是元代清规以及当时宗风浸染后的习俗.凡此种种,正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

特色,也因此,一般的佛教史专家会觉得小说中的佛教史料实在难资考证.
众所周知,南宋时说话艺术共分四家,其中专有“说参请”一门.此门艺人,对于禅宗文化、寺庙

生活、禅宗语录等都极其熟习.«花和尚»话本虽然刻画的是“杆棒类”的豪侠,但它与说参请同生共

长于南宋,故其中表现出的对禅宗制度文化的熟谙,乃属必然.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参看笔者«‹水浒

传›与“说参请”»一文①.总之,«水浒传»与禅宗文化的紧密,是时代所致,亦是通俗的说唱文本之间

交互影响的必然.
纵览比较之余,我们会发现,«水浒传»对禅宗制度文化的描摹与反映,与佛教书籍中的记录形成

了相互印证、互有弥补的材料关系.大体说来,«禅苑清规»(宋僧宗赜著)、«敕修百丈清规»(元僧德

辉编)等清规类书对丛林制度的呈现是文件式的记录,零碎而古板,看似条理分明,实则一般读者阅

后则是印象模糊,难得要领;而通俗小说对禅林制度的反映则是更为立体、连续与详实,文化的呈现

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等融为一体,故此人们的印象更为深刻而鲜明.«五灯会元»(宋僧普济著)等语

录类文体,其记录则因“清高孤冷”,制度文化的呈现更显得语焉不详,非爬罗梳理不能得其大概;相
较而言,«水浒传»中浓郁的世俗气息才真正能将禅宗制度文化的“日常”性凸显出来,更能拉近其与

俗人之间的距离.
总之,«水浒传»风靡天下,古今读者也因之可以近距离地了解到禅宗一脉的文化特色,其描述或

亦有粗疏、不切之处②,但其宗教、史学研究之价值则是不容忽视的.事实上,如果结合“三言”与«清
平山堂话本»中的宋元时代的小说来合而观之,«水浒传»与禅宗丛林制度文化之间的关联,我们会剖

判得更为精准与清晰.这一点自然是有赖于将来,有赖于学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了.由于«水浒传»
对禅宗寺庙中的生活图景作了全面的、细腻的刻画与展示,使得本文相信«水浒传»最有资格在古典

小说中被称作“禅宗文化百科全书”.
最后,«水浒传»时时坚持以“俗人之眼”来观察、映照独特的禅林文化景观,其中的美学价值与成

就也值得另文阐发③.

[责任编辑　渭　卿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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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裕荣:«‹水浒传›与“说参请”»,«湖南社会科学»２０１０年第４期.
如«水浒传»第四回中长老主持鲁智深的剃度仪式时,替他摩顶受记道“一要皈依三宝,二要归奉佛法,三要归敬师友”,这

“三宝”一词显然有误,当作“佛祖”.而“受记”一词亦明显有误,当作“授戒”.
就本文所涉及到的内容来说,«水浒传»始终坚持以人物的塑造为中心,注意保持情节的生动与流畅.文化内容的呈现,往

往是通过人物对话自然叙及.即使是在相对繁琐与呆板的礼仪描写之中,其“陌生化”手法的巧妙运用,也能将禅林风俗摹写得趣味

盎然.


